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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现代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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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 

    儒教发源于中国．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在汉武帝（公元前140一

82年间在位）以前，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以传授历史文化典籍，对士大夫们进行

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教育，以及为宗法社会制订各种礼仪制度、道德规范等为主要工

作。汉武帝时，接受了当时儒生们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儒学从此取得了官方正统的地

位，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价值标准与国家宗法制度密切地连结在了一起，具有了绝对的权

威性。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对于整

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儒教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

190—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

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

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

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①”。这部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三国时代，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都已有较大较明显的影响。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

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

《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

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

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

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考史籍，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

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德

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

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313年）时，把《论语》、《干字文》

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据史书记载，

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比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

展。新罗真兴王二十九年（公元568）立的“黄草岭碑”中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乖真；

玄化不敷，则邪伪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语

出自《论语·宪问》，是儒教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可见当时新罗受儒教思想影响已相当

深。又，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

杀生有择”为修养要义，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

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



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

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人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

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新罗、高丽

时期的儒教，除了体现于礼教制度方面外，还具有浓厚的三教融会的特征和强烈的文学性，

它与丽末传入的性理学德教有很大的不同。 

    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丽末

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

者，如李穡、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

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②。 

    在丽末的儒者中，郑梦周是最值得提出一谈的。他不仅在讲解朱子学方面有过人之处，

而且身体力行性理学的节义精神，义无反顾地为高丽王朝殉节。他的道德学问得到了丽末鲜

初儒者们的高度崇敬，被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甚至有言曰：“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

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

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③ 

    柳承国教授把丽末儒学分为两大主流，指出两派的理论特点分别是： 

  “圃隐郑梦周一系的学问强调人间内在的本性，以开发万古不变的人间道 

德意识为着眼点；但是，三峰郑道传系列与其说是对不变之人间性的开发，不 

如说更强调对应当时状况的创意的变革，不重观念的义理道德，而以人间意志 

之磨炼、知识的开发、鼓吹文化意识等为首务。” 

    同时，他认为： 

  “如言朝鲜儒学思想史之正统，比起郑道传一派，郑梦周一系则更能继承传 

统学脉的渊源。此点可说是韩国朱子学的特色，对韩国精神史造成了极大影响， 

此种影响并延及后世。”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郑道传一派在襄助朝鲜王朝确立以儒教思想为建国理念方面

是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的。对于朝鲜王朝推行儒教建国理念，以及由此而取得的社会作用，

柳承国教授是这样来描述的： 

  “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王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

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

的基础。”④ 

    其中，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世宗大王（公元1419—1450年在位），他不仅创造了独特的韩

国文字，并且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

民族精神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调和一致的模范而称颂之、效法之。李朝

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

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滉（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

全盛时期。他们的理学思想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退溪通过理气

性情之辨，为人们提示了正直的真理与行为的标准，给后世以很深的影响，故而有“海东朱

子”之称。栗谷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内基于人伦的德性涵养，外能明物理之治理与富强。

因此，他非常强调义理与实利的辩证结合。同时，他在对待其他学派思想时也能在辨正的同

时加以积极的融通。他的这些学风，对以后实学思想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儒学“正德”、“利用”、“厚生”的传统学问中，性理学是更偏重于“正德”之学

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末流不免陷于空疏、迂腐而脱离现实。朝鲜后期，在当时社会

现实的刺激下，受清朝考证学的影响，儒学学风也有所变化。此时，一批儒者推崇阳明学、

更注重于“利用”、“厚生”等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学问。他对于韩国社会向近现代的发



展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

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等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而且一直延

续至今。 

二 

    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洋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韩国也曾

出现过一股激烈批判和否定儒教的所谓“儒教亡国论”的思潮，认为只有抛弃儒教，韩国才

能走向近代化。而同时，也有相当一批儒教学者则认为，韩国亡国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于

没有真正地去实践儒教的真理。所以，他们主张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儒教的本质，真正地去实

践儒教，以匡救亡国之恨，并因此提出了“儒教勃兴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至今尚

在一些人中争论不休。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超越了这两种极端论的思维模

式，而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儒教思想，以现实的、可行的态度来继承儒教思想。 

    让我们暂时把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放在一边，看一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

少影响。在一本通俗的韩国观光指南的小册子中，对韩国的传统与习俗有如下简要的介绍： 

  “‘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达上，却具有儒家色彩。

在社会主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

的关系。在吐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

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 

    又，在“宗教”栏中该小册子介绍说： 

    “大部分国民遵守严格的儒教习俗，尤其近年来渐倾向于物质化、非人间化的现代社会

中，儒教的价值与智慧逐渐受人瞩目。”⑤ 

    这本小册子的简要介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状况。事

实上，当前在原儒教文化圈内的东亚各国，对于儒学的推崇和儒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

响，无过于韩国者③。以下，将就我所见，探析一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状况

和实际影响。 

    韩国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阙里孔庙，是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在韩国的成均馆内，不

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中、韩两国的历代儒家著名圣贤，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

秋两季释奠礼，乃至于中国的阙里孔庙要在韩国成均馆的指导下，重新学回明代的释奠礼。

除春秋两季盛大的释奠礼外，成均馆还在每月的初一、十五行焚香礼，以表达儒者们对先圣

先师的崇敬之心。成均馆属下的地方组织是各地的“乡校”，各地“乡校”除实施一般中小

学教育外，至今还专门设有一“明伦堂”，对学生进行经书教育和道义宣传活动。 

    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

今人瞻仰、缅怀。我参观过安东河回村柳承龙的故居，他的后代和族人们为缅怀他，自愿集

资修建了纪念馆，陈列柳氏遗物事迹，供人瞻仰，其精神甚是感人。我还瞻仰过李朝两位最

著名的儒者李退溪和李栗谷的故居和他们讲学的书院，乌竹轩和陶山书院中所陈列的文物事

迹，无一不激发起人们对这两位先贤道德学问的崇敬和仰慕，是对今人，尤其是青少年，进

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附带需要提及的是，韩国现行货币中只有三种面额的纸币

（10O0圆、5000圆、1O00O圆），而这三种纸币上的头像则分别为世宗大王、李退溪和李栗

谷，即此亦可窥见当今韩国社会对儒教的尊崇程度。 

    儒教对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儒教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究竟

有多大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东亚各国的学者中是见仁见智，争执不定，莫衷一是，韩国似乎

也不例外。这里，我不想去评判这些不同意见的轨是孰非，而只想指出如下的事实。那就



是，在韩国有许多企业积极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者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

的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

“栗谷文化院”、“圃隐思想研究院”、“阳邨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这

些企业支持或创办此类研究院所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有

关，而更多的是由于企业主是名儒的后裔、宗亲，为表彰先人的道德学问而设立此类研究院

的。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这些研究院所的创办，对于推进儒教的研究，造成社会尊崇

儒教的气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也说明传统儒教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

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韩国学术界研究儒教的学会之多，也是东亚各国少见的。儒教学会、孔子学会、礼学

会,以及众多的东洋文化、东洋哲学、东洋思想研究会、所、院等,都是以研究儒教为主的学

术组织。这些学会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研究儒教的气氛十分热烈浓厚。 

    此外，更具特色的是，在韩国历史上一直有一支从事社会舆论和教化活动、以弘扬和实

践儒教精神为己任的儒林队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儒林的活动遭到严重的压迫和限

制。韩国解放后，儒林们又重新恢复了有组织的集体活动。1945年10月间，25O0余名儒林代

表，举行了“儒道会”成立大会，在成均馆内设立“儒道会”全国总本部，在道和市郡，以

乡校为中心，组成地方支部。此外，还有“青年儒道会”、“妇女儒道会”等，把信奉儒教

的各方面人士组织起来。据统计，197O年时韩国有“儒道会”地方支部263个，儒林人数约

有486500O余名，这股力量在推进以儒教精神进行社会教化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⑦。 

    在当今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儒教的一些伦理观念还是很有影响的。韩国人十分注重

血缘亲族关系，至今坚持同本同姓不得通婚的原则。韩国人也十分看重社会等级身份，朝鲜

时代的两班身份，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崇洋，成为部分家长为子女择婚的一个门第条件。此

外，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儒教注重亲

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等组织同样随处可见，它又是儒教不忘

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在当今韩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儒教伦理观也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在那些上层社会的

家庭和原来两班出身的家庭中，这种影响更为深刻。至今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

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许多家庭也还严格遵守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

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则更要到坟

前隆重祭奠，以示追念。家庭中，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帮子，恪守妇道。一位有相当身份

的企业家曾和我谈到，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在国内也有各种的应酬，但他几乎从未

带夫人参加过这些活动，原因就是婆婆不出门，儿媳妇就要在家侍候，而不能随便随丈夫外

出。 

    为了提倡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韩国有关部门还对那些与老人同居，赡养老人的家

庭，在课税制度上规定了优惠的政策。例如，报载一有关课税的消息中说到，子女为了赡养

父母，与第一世老人合住时，那么一世一住宅是可以免税的。现在若是有了新居，即有了相

当于一世一住宅的二个住宅时，如果能在一年内将老住宅退出，那么仍按一世一住宅计算，

而免予课税⑧。这种措施，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的理念。 

    更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有一些儒教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在韩国刑事法的某些条款之

中。例如，《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位坦白直率的

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去告发。”孔子回答说：“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与你们

的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⑨这是儒教“孝”的伦理

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而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的刑事法中有着类似的条款规定。查刑事法

第9章第151条是关于窝藏犯人与亲族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罚款和罚

款以上罪的犯人逃避的人，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役或1万5千圆以下的罚款。但是，如果窝藏



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的处罚。又，刑事法第10章第155条是

关于毁灭罪证与亲族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①对于凡是毁灭、隐匿、伪造、捏造他人刑事

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据的人；②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刑事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人逃

避的人，部将处以五年以下的劳役或2万5千圆以下的罚款；③对于以谋害被告人、嫌疑犯、

或劳役嫌疑犯为目的而犯了以上两项罪的人，则将处以十年以下的劳役。但是，如果上述三

项中所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各项处罚。而在关于杀害罪

的刑法条款规定中则恰好与此相反，即对于杀害亲族、户主或同居家族的犯人的判罪，要重

于杀害非亲族关系的犯人。 

    有一位韩国学者曾对我说，韩国人现在是思想上西洋化，而在感情上则仍然是儒教传统

的。从以上所列状况看，这位学者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儒教所以在现代韩国还有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与韩国从未中

断过儒教教育事业和活动有关。韩国至今保留着一所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

“成均馆大学校。”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所儒教大学。他在维系儒教的传统和对社会

（特别是青年）进行儒教教育起着特殊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教育系统进行专门

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成均馆大学校远追高句丽小兽林王时期的大学为源起，近以李朝太祖六年（公元1398

年）建置的成均馆为建校之始。所以，该大学校远求则有1600年的传统，近计亦已有将近

600年的历史。 

    我们说，成均馆大学校是一所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这在该大学的《定

款》（章程）中，关于办学目的的条款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该学校法人是根据大韩民国的教育理念和儒道精神实施高等教育为目的的。”⑩ 

    而在该大学的《学则》（校规）中，则进一步具体说明道： 

  “本大学在教授和研究学术的深奥理论和应用方法的同时，以儒学精神为基础，陶冶民主

教育理念和圆满的实践人格，从而达到育成国家指导人材的目的。”（11） 

    再有，在该校儒教大学院的《学则》中，则更提出了使传统思想现代化和在此基础上创

造新文化的使命。如说： 

  “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

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

有能力的人材。”（12） 

    为达到以上目的，成均馆大学把儒学规定为全校学生的基本教养科目之一。每个进入成

均馆大学的学生，不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学科，在一、二年级内都必需修满3—4个学分的儒

学课。此外，在一般教养科目中，还设有“韩国传统思想与儒学”、“儒教与现代社会”、

“《论语》与东洋思想”等课程，供全校本科学生选修。 

      成均馆大学对开设基本教养科目儒学课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儒学教育是为了解东方人的人生观及思维结构而设置的。在此设置儒学科目是为了能

动地涵养圣贤的生活态度，宣扬成均人的意识，进而能够找到民族主体性的契机。”（13） 

      现用于基本教养科目的儒学教材，是由韩国当今最著名的儒学学者柳承国、柳正东、

安炳周、李东俊等编写的《儒学原论》（14）一书。这是一本简明而全面讲述儒学历史发展

与基本思想的优秀著作。本书分五章叙述，此外，前有一序说，后有一结论。 

    “叙说”部分分为两节，一是介绍儒学的形成，三代文化的渊源和孔子编纂五经；二是

分析原始儒学思想的意义及儒学的历史变迁。 

    第一章也分为两节，分别介绍儒学的经典：“四书”（《大学》、《论语》、《孟



子》、《中庸》）与“五经”（《诗经》、《礼记》、《书经》、《易经》、《春秋》）。 

    第二章为论述儒学的哲学思想，共分四节。第一节讲儒学的形而上学，其中着重探讨了

“天道与人性”的学说。第二节讲儒学的认识理论，其中着重探讨了“格物致知论”和“诚

明论”。第三节讲儒学的价值哲学，作者以“人性论”为价值的本源，以“致中和”为价值

的创造。第四节讲儒学哲学思想的展开，分别介绍了儒学思想在中、韩两国发展的概况。 

    第三章为论述儒学的伦理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善的问题，主要分析了“性与善

恶”，“善与性情”等问题。第二节讲个人伦理，重点论述了“诚与敬”，“仁与行”等道

德规范。第三节讲社会伦理，则突出了“信与义”，“忠与礼”等道德规范。第四节讲儒学

伦理思想的变迁，分别介绍了中、韩两国的伦理思想。 

    第四章为论述儒学的教育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儒学教育的意义，其中高度评价

了孔子对人类教育事业的贡献，论述了儒学教育的根本精神。第二节讲儒学的教育目的，作

者通过对儒学理想的人文精神的分析，把“启发人性”与“教化社会”作为儒学教育的根本

目的。第三节讲儒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第四节讲东方教育传统与儒学，分别分析了儒

学教育思想对中、韩两国教育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为论述儒学的政治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儒学的政治理想，其中以人道的

和平与大同思想为核心。第二节讲儒学的政治体制，作者着重强调了“人权”、“良本”、

“德治”、“尊贤”等方面的内容。第三节讲原始儒家的政治思想，分别介绍了孔子的“正

名论”和孟子的“革命论”。第四节则进一步分别论述了上述“名分论”和“革命论”在历

史上的展开。 

    “结论”部分分为三节，探讨了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一节讲近代思想与传统

精神，第二节讲儒学的现代的人文精神，第三节讲人道主义与现代社会。 

    以上所以对《儒学原理》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不嫌其繁地介绍，这是因为人们通过对本

书主要内容的考察，不仅能了解当今韩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也能了解现代韩国学者

对儒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成均馆大学除规定各科学生都必需修儒学课以为基本教养科目外，更设有专门的儒学大

学和儒学大学院，以培养儒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专门人材。儒学大学和大学院为此设立了大

量的专门性课程，如专业必修课方面有：“学庸讲读”、“论语讲读”、“孟子讲读I”、

“诗经讲义”、“书经讲义”、“春秋讲义”、“易经讲义”、“礼记讲义”等，而在专业

选修课方面则有：“论语讲义”、“韩国儒学史”、“韩国性理学史”、“孟子讲读II”、

“中国儒学史”、“儒教伦理学”、“儒教仪礼演习”、“礼乐论”、“经学史”、“先秦

儒学特讲”、“儒教哲学演习”、“韩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特讲”、

“实学思想特讲”、“诸子选读”、“现代儒学特讲”等。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将给青年

儒学学者打下宽厚的专业基础。 

    在关于“现代儒学特讲”一课的说明中指出，本课程“以现代思想的视角考察儒学，分

析其见解。在新的高度上展开儒学，并分析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差异之处”（15）。这

样，课程又给予学生们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去了解、研究儒学，这是十分重要的。 

    韩国现有的儒学教育，不限于成均馆大学，上面提到的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也还承

担着部分中小学学生中的儒学教育。此外，成均馆属下的“儒道会”等组织也还举办各种讲

习班以宣传儒教思想。如，受幼儿园的委托，举办“儿童礼节学校”，对儿童进行尊敬父

母、师长教育，并学习一些基本的礼节和行为规范等。类似的活动受到了社会和家长们的欢

迎和支持，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化的作用。 

    日前，看到一位韩国国会议员金采谦先生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说：“由于长期受到儒教思

想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学校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秀才，因而都愿意接受人文系统教育，形成

了韩国的教育结构偏重于人文系统的局面。”（16）我觉得，这位议员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不



同的问题混淆了。儒教教育思想确实强调学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强调为学与为人的

一致，但这并不是说教育结构必需偏重于人文系统。如果说韩国的教育结构存在着偏重于人

文系统的话，那么主要的责任也应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不应当推委于儒教思想的影

响。 

四 

    儒教在现代韩国仍存在着深厚的根基和影响，这是无容争议的事实。如上所述，经过近

一个世纪的反复论争，目前大多数韩国学者都能正视这一事实，并以积极的态度提出整理、

研究儒教思想和探讨儒教未来发展等问题。在高丽大学编写的《朝鲜文化史大系》中对于儒

教文化是这样写的： 

  “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

的思想意识之中了。” 

  “现在，儒教看起来已是历史的遗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儒教的长处与弊端已深深地残

留在我们生活底层了。” 

    又如，同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中，也写道： 

  “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

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层。由于儒教仍然

在起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大量的整理与批判。”（17） 

    对于如何在现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儒教思想，是东亚地区各国遇到的共同问题，各国

的学者们也都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意见和建议。在这方面，我觉得韩国的柳承国教授提出了不

少深刻的见解，值得人们思考。如他说： 

  “生于现代的我们，须深深体会经传中内在的孔子精神，继承其肯定的、机能 

的本质。对于过去社会中，因时代变迁而不合于现实的儒教思想与制度予以修正，将之再集

合、再构成。”（18） 

    这是主张通过对儒教思想本质精神的把握，根据时代的变迁，重新整合儒教思想，使之

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一原则是可取的。柳承国教授还说： 

  “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变迁的时候，儒教丧失了过去灿烂的业迹和影响力， 

但儒教思想不会仅仅因为时代性的制约而终结。因为它包含着永恒的真理，以超时代的精神

为依据，所以尽管暂时的社会剧变掩盖了它固有的真谛，但是它以崭新的精神放射光芒的端

倪已经出现。……今天，在重新发掘、继承和阐明学术思想精华和真髓的同时，通过与外来

思想的融合，创造新文化，就不能不成为韩国儒教的最大课题。” 

    “如果说，现代只有超越东西方思想的分歧，只有互相理解与合作，才能克服 

东西方遇到的精神的、伦理的和社会危机的话，那么，我认为儒教当前的任务和课题是非常

重大的。尤其是对韩国人来说，儒教是传统精神的中枢，应该用时代的光辉重新照耀它的固

有精神，从意识内涵到外在行为和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发挥其恒常的影响，从多方面去探

索可以发扬儒教精神的途径。”（19） 

    尽管柳承国教授强调儒教具有“永恒的真理”和“超时代的精神”，但他对儒教未来发

展的设计却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开放性。而这正是柳承国教授从儒教精神中体会出来的一

种辩证思维方法。他认为，孔子既讲“损益”，又讲“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是“将此变与

不变的辩证法构造在历史上实现”。因而，他又进一步说：“即使在今日，孔子的‘时中之

道’，在寻求历史意识与新的价值观方面，实为我们提示出一个新契机。”（20）这也就是

说，只要人们善于体会儒教的精神，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不变的教条，那么即使在儒教思想

中，也可以寻找到儒教与现代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所以，对于柳承国教授上述意见，我是

非常赞赏的。 



    韩国中央大学的梁承武教授也认真研究了“韩国儒家思想应有的方向”这个课题，并且

提出了一套十分具体的方案。首先，他也把适应时代看作是发展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原则。他

说： 

  “任何思想都应当接受时代的变化，补充新的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应成 

为特定的目的和对象，或为了将现实的矛盾合理化做论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要能提出

解决该时代内在病理现象的新价值体系、文化体系。因此，韩国儒家今后摸索的方向也应当

由此出发才是。” 

    为此，梁承武教授提出了韩国儒家思想应走方向的四点建议： 

    第一是，儒家的体系化。梁教授认为，儒学本身重视实践，在理论研究上难免有不足之

处。因此，“儒家思想的体系化研究，需要将范围细分，再整理做有广度、有深度的研究，

以现代方法来达成体系化，成为人人可以接近的学问”。 

    第二是，儒家的现代化。梁教授认为，任何学问思想都不能脱离时代，否则即失去其意

义。同样，儒家思想一旦脱离现代社会也就没有存在之意义。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想要履

行儒家本然的道德创造、文化创造的功能，首先必得寻求儒家本身的现代化”。在此，梁教

授特别强调方法论上的现代化。如他说：“要成为走在时代尖端，领导时代变化的儒学，不

能不追求方法论上的现代化。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而已，在实际生活上、教化上如果能导

入现代方法来展开义理，必能发展出与现实一起呼应的儒学。” 

    第三是，儒家的大众化。梁教授认为，儒学本来是重视实践力行的学问，透过日常生活

来表现其德国。然而传统儒家文化主要是士大夫的学问，一般大众不易接近和了解。因此，

梁教授建议：“透过有连续性的、平易的经传解释编纂作业、演讲、讲座、电视新闻、报章

杂志等大众媒体来接近一般大众，使其容易了解。亦即应当透过现代化方式的解释和教化，

使儒家成为大众的儒家，活现在大众之中。” 

    第四是，儒家的组织化。梁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构成组织和运用组织。韩国儒

家传统上也是有其组织机构的，如上文提到的从成均馆到地方乡校和“儒道会”等，但由于

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组织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梁教授提出，为使儒家组织活

性化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和吸收青年专门人材参加组织，“让他们在中央或地方所

属的儒家组织机构中从事教化活动，以期活跃扩大儒家的基层”（21）。 

    梁承武教授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提出的建议也是相当完备的。然而，要实现它却并不

是那么容易的。根据我粗粗的观察，在韩国学术界具有像柳承国、梁承武教授这样以开放精

神、现代意识去审视和研究儒学的学者还不是很多，而抱有某种狭隘民族主义和守旧主义的

学者却也不在少数。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的压力，现代物质生活的吸引，

要求当代青年接受儒学的思想也是相当困难的，韩国的青年也不例外。因此，要真正实现儒

学的现代转化，成为当今大众，尤其是青年能够接受的思想，尚须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 

    综上所述，通过三个月的匆匆考察，对于现代韩国的儒学，给我留下了如下的印象： 

    第一，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儒教传统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国家。 

    第二，流行在当今韩国社会的儒教，虽然也有不少内容和形式已随时变迁了，但总的给

人的印象是传统多于革新。 

    第三，韩国传统儒教的得以延续不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韩国儒林的组织化和根植于地

方、农村有关。 

    第四，传统儒教在韩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起着某种调节社会人际和家庭亲族之间关系

的积极作用。此外，儒教思想在调节个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为

世人所注意。 

    第五，韩国有关部门开始进行的有关儒教思想对于官僚文化影响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非

常现实而又有深远意义的课题（22）。 



    第六，经过韩国学者和一般大众的努力研究和实践，韩国很可能率先在东亚各国中创造

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儒教理论和实践原则来。 

              

                          *    本课题研究获得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以及韩国国

际退溪学会和退溪学研究院的大力协助。在此，请接受本人诚挚的谢意。 

  

    ①（18）（20）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同上。 

    ③宋时烈（1607—1689）启文，引自《圃隐郑先生文集》“续录卷之三”，1985年韩国

回想社出版。 

    ④同①。 

    ⑤据韩国观光公社编印出版的“大韩民国旅游指南”。该书编者注曰：“这本小册的资

料，均以1991年4月为准。” 

    ⑥高丽大学编《韩国民俗大观》“序”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

重。……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

缘主义最强的社会。” 

    ⑦（19）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思想》（贺剑城、李东哲译），载《孔子研究》1992年

第二期，1992年  6月25日齐鲁书社出版。 

    ⑧据1992年12月15日韩国《朝鲜日报》第40版所载消息。 

    ⑨《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

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⑩引自《学校法人成均馆大学定款》第1章第1条。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

92）》。 

  （11）引自《成均馆大学学则》第1章第1条。同上。 

  （12）引自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学则》第1章第1条。同上。 

  （13）（15）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 

  （14）成均馆大学校儒学科教材编纂委员会编，1992年1月30日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发

行。 

  （16）原载韩国《中央经济新闻》1993年5月2日，转引自中国《参考消息》1993年5月10

日版。 

  （17）《朝鲜文化史大系》与《韩国民俗大观》两段引文的译文，转引自张敏撰《儒学在

朝鲜的传播与发展》一文，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三期，1991年9月25日齐鲁书社出版。 

  （21）梁承武：《韩国儒家思想发展之反思》，载《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下册，1992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22）1992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韩国行政研究院（汉城，卢贞铉院长）主持的一个课题

论证会，该课题名即为：“儒教与官僚文化。” 

*  原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作者：楼宇烈 [2001-10-12 14: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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